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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居民日常活動空間和城市日常活動系統是人類空間行為研究中的重要內容，直接反映行為空間形成機制、分佈特徵及其與實體空間的相互關係，並為城市社會生活及其空間體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微觀視角。本文就行為空間研究中若干關鍵問題進行探討，認為基於日常活動空間的活動分析法能夠很好的整合和處理這些問題；在對活動分析法相關概念和幾個重要方法介紹的基礎上，提出了相對完整的基於活動分析法的行為空間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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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人文地理學家一直把人類行為及其與所處系統的經濟、社會等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作為其研究焦點，但是傳統人文地理學往往把人類行為看成是相對穩定且可重複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認為人類行為具有客觀性和穩定性，因此，大多數人類空間行為研究都局限在匯總層面上，並特別關注經濟活動、人流、物流的區位特徵，關注特定現象的數量和密度的空間變化。自1960年代起，人文地理學家開始認識到，人類的空間行為及其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並非想像得那麼簡單，個人對環境的認知偏好以及經濟因素以外的社會文化制約等與人類行為之間的相互關係有待深入的考察。因此，研究開始從以前重視形式與結構的描述向重視過程的描述和解釋轉變，“事物和現象是怎樣並且為什麼出現在其所存在的地方”成為新的以過程為導向的研究主體[1]，行為地理學就此興起。早期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匯總層面上的人類行為特徵，並且強調個人對於物質環境的選擇和偏好；其後，在結構化理論的影響下，行為研究轉為強調外部環境的作用，關注經濟、社會、文化、社會、政治、法律、道德和其他多種環境因素的影響，著眼於日常化、結構化的人類行為[2]：即從過去只注重“空間行為”、“例外行為”逐漸走向“空間中的行為”、“日常行為”的研究，無意識的、非探索性的、反復空間的經驗行為開始成為焦點[3]。
在這一趨勢下，城市日常活動系統的研究成為人文地理學、行為地理學在城市地域中，關注個人行為與環境互動及其深層作用機制的重要體現。城市日常活動系統指的是由城市居民在進行各種日常活動（如通勤、家務、休閒、購物等）的過程中形成的一種無形的空間體系，是個人慣常的、連續的行為所形成的空間形態與結構系統[4]。在有限的時空間資源下對於該系統進行研究，跳出了傳統行為地理學過於強調環境感知的局限性，考慮不同主體日常活動所構成的城市行為環境對於個人行為的整體制約；此外，從社會文化深層結構中找尋城市生活背後模式化的原因，也為從微觀層面上理解城市社會及其空間體系提供了的獨特視角。其中，人類活動分析法（human activity approach）通過移動出行將日常活動在時間和空間維度上連續統一起來，突出出行行為與城市功能結構的相互影響；隨著其理論和方法的日益成熟與深化，成為城市空間結構、城市規劃和城市交通研究等領域的熱點
。
相比而言，國內相關研究起步較晚[5]。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城市研究的相關學科，包括人文地理學、城市規劃學等逐漸開始關注城市中個體人的需求，居民日常活動行為空間研究已經引起很多學者的興趣。例如，2005年8月的全球華人地理學家大會期間，對行為研究感興趣的國內部分學者在北京大學召開了小型沙龍，就中國城市研究中的個人行為的資料獲取與研究方法進行了討論，並達成繼續展開學術交流的意向；2007年12月將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行專題討論會，就基於非匯總行為方法的中國城市研究問題展開研討。可見，基於個體行為的城市研究及其規劃應用已經成為中國相關學科研究關注的熱點。
與此同時，基於個體行為的實證研究得到開展。從研究方法和視角來看，已經出現的研究成果主要涵蓋三個方面：(1)對城市居民通勤、購物、休閒等日常活動時空間結構的實證研究，側重于空間行為的特徵和決策機制分析[6-8]；(2)基於城市居民的認知和意向視角的認知行為空間及城市意象研究[9-10]以及特定活動空間形成與分佈規律[11]；(3）從行為空間的微觀視角考察宏觀城市空間結構的變化，如利用出行行為分析城市商業中心結構[12]、從市民消費行為特徵研究城市商業空間變化[13-14]以及基於通勤行為的城市空間的解讀[15]。但總體來看，我國的相關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要麼局限于單一活動和出行行為，忽視了日常活動的多樣性及相關性；要麼強調移動－活動行為的時空連續性，卻缺乏與宏觀空間背景相互作用機制的探討。要言之，行為空間理論所強調的“個人的決策機制”和“個人與周圍環境作用方式”兩方面的理論探討相對缺乏，資料獲取、統計方法和空間模擬技術等研究方法方面尚待加強，另外，相關研究的實踐應用潛力也遠未得到發揮。
因此，北京大學行為地理學研究小組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從2007年開始在北京、深圳相繼實施居民日常行為與活動日誌的抽樣調查，基於移動－活動行為與城市空間互動機制的新框架[16]，力求在理論和方法上實現創新。作為理論基礎研究，本文旨在就人類行為空間與城市活動系統研究中關於時間與空間、選擇與制約、活動與移動之間相互關係進行討論，並在引入活動分析法相關概念和重要方法的基礎上，提出相對完整的基於活動分析法的行為空間研究框架。
2 行為空間與活動空間的研究
1960～1970年代，個體在大範圍城市環境背景下的行為空間（Action Space）的研究開始興起，議題的要點是在客觀環境下人們對特定地方的感知效用，以及他們如何劃定自己所熟悉的或者是進行交互作用的地方和空間的範圍[1]。Horton和Reynolds較好地歸納出行為空間的概念模型[17]，如圖1所示：(1)個人因素在其對外在客觀空間結構的感知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式的個人感知的形成，受到個人的社會經濟屬性、在社會網路中的位置、所處的生命週期階段、以及出發地和目的地之間的關係等多方面的影響；(3)在個人行為空間中，居住位置是最為重要的節點；(4）時間的偏好和感知形成的時間尺度（如居住時間長度的影響）也是需要考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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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行為空間的概念模型圖
Fig.1 A concept model of action space
資料來源：Horton and Reynolds,1979
活動空間（Activity Space）是個人進行大部分日常活動的空間，可以看成是行為空間的子集。活動空間代表了個人與環境的直接接觸，而這種接觸對於人們形成和劃定自身行為空間範圍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活動空間也就代表了人們獲取資訊並將這些資訊與其所生活的環境相聯繫的重要過程[18]。活動空間是理解個人行為最為主要的方面，其研究問題集中體現了行為空間研究中的關鍵議題。
2.1 空間與時間的問題
沒有人能夠否認行為本身所具有的短期動態性和長期穩定性，但是在傳統地理學的研究中，往往忽略時間尺度而局限在人類活動的區位特徵上。實際上，時間不僅同空間一樣是行為固有的特徵，而且時間與空間的結合是一種測量相對空間的有效方法，幫助我們以一種更有效更真實的方法看待世界[19]。早期的行為研究只是對典型活動的發生頻率和持續時間的資料匯總，卻不能告訴我們任何關於行為的內容；最為典型的例子是Chapin的活動模式相關理論中，僅僅把時間分配作為研究城市活動研究中的重要度量標準[20]。Hagerstrand明確提出“區位不僅意味著空間上的協調還意味著時間上的協調” [21]。Cullen認為，如果要將人們對客觀環境的利用作為一個動態過程來研究，必須要在行為研究中加入時間的方法，否則行為地理學無法實現其預測的目標[22]。把時間納入到行為研究中，那麼時間不僅僅具有表面的統計意義，而應是一系列事件發生的路徑，這樣有助於我們區分事件的原因和結果，搞清楚事件之間的關係。可以肯定的是，時間地理學的出現，為空間和時間統一背景下的行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和方法基礎[23]。
2.2選擇和制約的問題
人類行為空間的研究必須要思考兩種完全不同的行為本質及其之間的關係。一是完全基於主觀的、心理因素認知與決策的觀點，另一個則是強調環境因素尤其是社會文化因素決定論的觀點。在活動空間的研究中，大多承認日常活動是選擇和制約的混合產物，但是問題往往圍繞孰輕孰重以及具體的內容過程展開。以Chapin的活動理論為基礎的一類研究中，活動模式是作為一種人們滿足其需要的手段，活動產生的過程（動機－選擇－結果）帶有非常明顯的主觀偏好，而環境是作為一種為活動提供機會的因素；制約的影響通過活動的彈性特徵分類體現[20]。Cullen認為，人們日常活動是一種規範化且相對無選擇性的模式，但是卻是建立在對長期生活選擇的基礎上的，個人的能動選擇仍然是活動解釋的重要方面[22]。
與此不同，另一類研究則突出強調環境制約對於日常活動以及行為空間的影響。Hagerstrand清楚識別出影響日常活動的三類制約，即能力制約、組合制約和權威制約[21]。Chapin的研究強調通過將城市人口分成若干子群體進行匯總分析，認為個人習得行為與日常活動需求動機、選擇等由其社會經濟特徵的決定，具有相似社會經濟特徵的人往往面對相類似的活動機會或者制約條件，例如地理鄰近的居住位置往往使得相同屬性人群的活動空間相互重疊[20]。也有不少研究認為社會經濟特徵是個人對長期生活方式和狀態的選擇，並由此影響日常的活動空間[22, 24]。另外，從完全不同的角度出發，Shapcott和Steadman對城市日常生活節奏的研究中完全沒有將人作為決策者，而是強調深層的社會制度與文化結構對於日常活動的作用，這種社會文化因素的制約往往通過個人的社會經濟屬性對其行為空間產生影響；他們明確指出，“問題一旦涉及到個人層面，都不能避免將社會結構作為一個規則”。因此，從結構主義的觀點出發，無論是主觀的選擇還是客觀的制約，都是社會制度和文化結構的產物[25]。
2.3活動與移動的關係
早期Chapin所提出來的活動概念框架中，強調不同空間位置（尤其是絕對距離因素）為那些能夠滿足人類需求的活動提供了特定條件，但卻忽略了移動在這個過程中的重要性，也沒有將移動作為解釋活動的引數[20]。當Hagerstrand把人類活動落實到時空圖上的時候，移動在行為空間中的重要性方得以體現[21]。出行距離、目的地、方式等都反映並限制人類行為在空間和時間上的結構，這種作用在日常活動空間上表現得尤其重要。移動將分散的活動地點連接起來形成城市活動體系，並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活動空間的本質特徵，認識日常活動安排與城市不同功能空間之間的關係，認識工作活動與購物活動各自的空間特點和形成原因、不同社會經濟屬性人群的活動空間特徵、交通需求量與土地利用之間的關係、多目的出行現象等。Jakle等通過一個移動等級結構來定義個人的活動空間，凸顯移動在活動空間中的關鍵作用[18]。在此基礎上，西方交通研究和規劃領域發展出一套相對完善有效的基於活動研究的理論方法以幫助完成城市出行模擬和交通規劃。
3 活動分析法的概念與方法
如上所述，城市居民日常活動空間不僅僅是行為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個人與環境最直接最經常的交互過程，而且將行為空間整合在時間和空間的統一背景下，成為特定社會經濟結構下個人層面上長期和短期的選擇和制約多重作用的結果，並且通過各個活動之間的移動將分散的活動地點連接起來形成城市活動體系。因此，作為城市移動－活動系統研究和相關關鍵問題解決的統一框架，人類活動分析法發展成為城市居民日常活動空間研究的重要理論方法。
3.1 相關概念
由於人類活動法在交通規劃的出行行為建模和出行模式分析中具有最為直接的應用潛力，因此，城市交通領域基於對出行行為的研究，發展出狹義的活動分析法的概念（Activity-Based Approach），即“在一系列活動的背景中考慮個人或者家庭的出行模式，同時強調時間和空間制約在出行行為中的重要性”[26]。出行行為被看作是一種派生需求，與家庭中的個人為了滿足特定需求而進行的一系列活動而聯繫在一起；活動和出行在時間、地點和參與者方面是相互關聯的，同時又是發生在時空和有限資源制約下的環境之中。
在行為地理學中，人類活動分析法被推廣到更為廣泛的層面，而不僅僅局限在出行行為的研究上。廣義的人類活動分析法是指通過居民日常活動規律的探討來研究人類空間行為及其所處城市環境的一種研究視角，也就是說，通過日常活動的研究，將城市居民的行為放置於一個大尺度的環境中和時間－空間相結合的背景下；同時，通過城市空間行為的觀點將城市看作是一個個人活動、行為、反應和交互的集合，用“發生了什麼”而不是土地利用類型的數量特徵來描述和研究城市。因此，活動分析法的目標即是通過研究人們(1)如何利用城市不同區域、(2)如何對他們的選擇環境進行反應、(3)如何安排他們的活動順序並且分配相應的時間、(4）如何將這些與環境變化相聯繫等相關的規律和機制，從而更好地評價那些改變城市環境的若干政策措施。其中，這四個問題正是活動分析法研究的主要內容[1]。
可見，在活動分析法的框架下，活動被作為一種常規發生的習慣行為，活動模式則通過時間預算、活動發生的地點及其之間的出行所定義，城市居民日常活動空間形成城市活動系統。“如何描述和解釋城市中的生活方式－人們如何完成不同的日常事務、扮演不同的角色並具有自己獨特的態度”是活動模式研究中的核心問題[20]。因此，活動系統中移動－活動行為的時間、空間特徵及其決策和制約的機制都是研究需要解決的問題；行為地理學和時間地理學中關於行為空間和活動空間研究則是其重要的理論方法基礎。
3.2 幾種主要方法
自人類活動法發展以來，為了分析和解釋時空背景下人類活動的本質，衍生出不同的分析理論方法，早期研究強調機制解釋，近年來則把活動模式的類比和預測作為重點。但是，無論研究的側重點如何，城市居民日常活動的時空間資料都是活動分析法研究的重要基礎。
3.2.1 時空間預算
時間預算（time-budgets）和時空間預算（time-space budgets）儘管並非最早出現在行為研究領域，但卻是活動分析法最為重要資料獲取和研究方法。時間預算是個人在特定時期內（尤其是較短的時間段，如一天或者一周）所進行的活動的系統記錄，包括活動的順序、時間點、持續時間等等。時空間預算在時間預算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包含了活動位置的相關空間資訊[27－28]。這種方法通常採用活動日誌（activity diary）來記錄，包括時間預算、時空間預算、出行記錄等內容，具體的活動根據不同的標準分為若干類型。
國內基於時間預算方法的研究集中在社會學領域。王雅林等先後於1980年、1988年哈爾濱和齊齊哈爾兩市的九個城鎮中，對城市居民進行了時間分配狀況調查，並從閒暇社會學角度考察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時間分配[29，30]。1987年中國人民大學王琪延等人組成了生活時間分配研究課題組，於1987年、1996年以及2006年分別對北京市居民15-75歲居民一個工作日和一個休息日24小時的連續活動狀況進行了調查，並通過對不同時期調查結果的動態比較，探討市民生活方式的變遷[31，32]。這些實證研究在社會學範疇下，將時間作為測定人們的生活活動以及社會過程、社會現象的一種尺度，強調各類生活時間的社會功能：或基於時間利用結構衡量生活品質的改善，或基於不同時期居民生活時間分配問題反映社會變遷，或是將時間看成是一種群體的象徵性結構，研究不同階層人群的時間分配差異。但是這些研究對時間分配所反映的社會轉型等深層機制的理論探討有所欠缺；並且較少涉及時間節奏以及空間因素的重要影響，所提出的時間規劃政策指導也相對空泛。
事實上，各類活動完成於特定的空間，而由此產生的位移及時耗對於活動時間安排產生重要的限制影響。因此，在時空間預算基礎上，結合時間地理學的分析手段和行為地理學的相關理論，不僅可以獲得人們的日常活動模式，分析制約條件下活動選擇和行為決策的過程，同時反映整個城市的生活節奏和活動系統特徵與規律，從而為城市規劃提供依據。筆者于1992年在蘭州實施了活動日誌調查，內容包括活動時間、活動地點、出行時間以及交通方式、共同參與者等內容，最早將時空間預算與時間地理學運用到中國城市空間結構的研究當中。通過對蘭州市民日常活動出行特徵、生活節奏、時間利用特徵和時空間結構特徵的分析，以及與日本廣島市居民生活空間的比較，反映出中、日城市之間就業地和居住地空間配置格局的差異、購物活動空間結構的兩極化趨勢以及休閒活動空間均以居住地為中心的相似性，顯示出以居民生活行為研究為基礎構建城市內部空間結構的可能[33]。
3.2.2 時間地理學
時間地理學方法是以時空間預算為基礎，將每個人在時空中的移動，通過用二維平面表示空間，縱軸表示時間的方法表示出來。但是，時間地理學並不停留在新表示方法的提出上，其最終目的是通過制約條件的分析（能力制約、組合制約和權威制約）來闡明路徑形成的時空間機制，並應用到區域和城市規劃中。在早期Lenntorp的類比應用中，由於需要較為詳細的資料，使得模型的可操作性較差[34]。上個世紀末電腦技術，尤其是地理資訊系統技術的發展，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可能。在GIS環境中，時空棱柱能夠模擬個人可達性，實現活動模式分析的視覺化，為理論模型的構建提供有價值的尺度。另外，近年來定位技術
（location-aware technologies, LAT）和位置資訊服務（location-based services，LBS）的發展也為應用時間地理學方法獲取更好的精確性和更大的尺度提供了可能性[35]。時間地理學方法在活動研究中出現復興的徵兆[36-39]，其中，Miller最先基於Hagerstrand和Pred的時空棱柱的概念[21，40]，嘗試利用GIS技術將相關理論應用到空間分析和規劃中[36]，並發展了關於時間地理學的測量理論（Measurement theory of Time Geography）[41]。時間地理學的框架和內容將在活動理論研究以及實踐應用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國內有關時間地理學的全面介紹與應用研究始於1990年代中期以後。北京大學的時間地理學研究小組在1995、1997、1998年分別對大連、天津、深圳3個城市1400戶共2800人實施了居民日常生活行為的問卷調查，通過統計匯總和典型案例分析考察城市居民日常活動的時空間結構，在此基礎上分別對特定的短期和長期活動——通勤、購物、休閒和遷居的時空間特徵進行分析，嘗試將時間地理學方法應用於中國大城市內部空間結構及居民的活動空間研究之中[5]。該研究具有開創性意義，偏重于從居民屬性和認知的角度揭示行為空間特徵，反映社會經濟屬性的制約影響，但是較多停留在描述層面，並缺乏與物質空間環境的相關分析和理論探討；儘管研究嘗試基於行為空間分析就城市空間結構合理化、交通規劃方法提出相應建議，但由於缺乏與新技術結合，這一理論方法在城市公共交通規劃、城市空間優化的作用的發揮也遠遠不夠。
此後，該研究小組嘗試將時間地理學應用於城市老年人活動空間的研究，在方法上發揮其微觀研究特點，通過日活動路徑的個案分析，研究這一群體日常活動時空間上的特殊性。結果表明，與年輕人相比，老年人活動時空間結構具有對城市設施利用的時間整體節奏性不強、休閒活動持續時間長、購物活動避開高峰時段以及有限的空間範圍等特點，這為老年設施的時間管理、社區規劃等從個體需求角度提供了重要的科學依據[42]。另外，劉玉亭等沿用了類似分析方法，對南京市貧困階層的日常活動時空間進行研究，揭示出在物質和社會環境制約下，該特定人群的日常活動單一，並表現出在空間範圍狹小，時間利用分佈零碎的總體特徵，提出城市建設中改善貧困人口相對集中居住地區的生活條件和生存環境這一亟待關注的問題。這兩個研究均為時間地理學應用到城市規劃、城市社會空間研究提供了示例[43]。
3.2.3 陳述偏好方法
近年陳述偏好方法在活動分析法的行為決策機制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手段[44-47]。傳統的揭示偏好方法（Revealed Preference）中，資料通過詢問實際發生的行為獲得，而陳述偏好方法 （Stated Preference）則通過事先設定好可用於描述需要選擇的選項若干屬性，通過設定不同的屬性值形成選項集合，根據被調查者對該集合中各個選項的評價或者選擇來估計和研究其偏好[48]。在活動分析法中，根據實驗設計原則設計與移動－活動行為有關的一系列選項，被訪者陳述對這些選項的偏好或者選擇，從而通過偏好形成機制和由偏好函數和決策模型所估計的決策行為來預測現實中的個人行為。SP方法的資料可以有針對性的設計變數和選項，可以同時考慮多個變數的情況；並且由於實驗過程是事先設定好的，可以很容易的進行統計上相關性、多變數等問題的控制。從問題的解決上來說，RP方法很難直接評價和估計目前尚不存在條件下的情況，而SP方法則能夠基於研究所關注的假設來預測不存在條件下的服務需求。此外，SP方法可以對不同屬性的相對重要性進行數量的比較和評價，幫助規劃者和政策制定者制定合理的計畫。SP方法與RP方法促使研究可以在解決選擇和制約兩者的相互關係上找到可操作的結合點。
香港浸會大學王冬根等對北京市居民居住空間偏好的SP調查，是基於該方法研究中國城市的少見研究之一[49]。該研究將影響居住偏好的屬性分為鄰里環境和住房條件兩組，前者包括地區、可達性、生活便利性與治安，後者包括價格、朝向、樓房類型、戶型和物業管理，在設定每一個屬性的不同水準以後，通過正交設計組合成不同的選項集合供居民進行選擇。通過對所收集資料的統計分析，揭示出在居住選擇過程中，地區比住房本身的條件對偏好產生更顯著的影響。可見，這種方法有利於建立多變數的計量模型，對不同要素進行評價，對於複雜的行為決策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4基於活動分析法人類空間行為研究
綜上，行為空間和活動空間的相關研究發展必須基於空間和時間的框架下，考慮活動和移動的關係，探討行為機制中選擇和制約的本質以及社會經濟結構對這些方面的影響。雖然人類活動分析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分析視角，但是即使到現在，這種方法仍然缺乏一個系統全面的體系，尚未在研究理論體系層面形成獨特完善的研究範式。伴隨著人本規劃發展理念的興起，以及資料可獲得性和分析技術的不斷提高，活動分析法在行為空間及城市研究中益發重要，亟待理論方法上的新突破。因此，本文嘗試構建基於活動分析法的行為空間研究框架（圖2）。
活動分析法研究以行為空間及城市研究相關學科理論為交叉研究的理論背景，以活動日誌調查、SP方法和RP方法、統計資料和GIS空間資料等多元資料源為分析基礎，在時空間背景下展開城市居民日常移動－活動行為的研究，包括通勤、購物、休閒等主要日常活動及出行，探討和類比居民移動－活動模式。在此過程中，從選擇和制約的視角揭示模式形成的機制：通過個人偏好解釋活動安排、目的地選擇、停留模式等決策過程，制約方面則強調模式形成過程中空間、時間和參與者本身社會經濟特徵等方面的因素，同時強調分析空間行為過程中選擇與制約相互關係和作用。在移動－活動系統特徵與行為機制研究的基礎上，最終通過行為空間模擬、移動－活動需求預測和適應行為預測等，為城市空間優化、交通規劃與出行需求管理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科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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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基於活動分析法的人類空間行為研究
Fig.2 Framework of Activity-based approach to human spatial behavior
5 結論與展望
基於個體行為空間的研究使人文地理學家能夠更為深入、具體地探討人類活動與周圍環境之間的關係，而居民日常活動空間則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內容，是個人行為空間形成機制、分佈特徵以及與實體空間相互關係最為直接的表現。基於活動分析法的個人行為空間研究強調時間和空間的統一、選擇和制約的關係、活動與移動的聯繫；在方法上通過個人偏好與社會經濟結構分析探討行為機制，通過時空間預算、時間地理學方法與近年來發展起來的GIS等技術類比日常移動－活動模式；從而對居民個人行為空間特徵和機制、城市移動－活動系統進行研究，並為相關規劃和政策制定提供依據。
我國相關領域的研究，儘管在理論、方法以及研究資料可獲得性、空間分析技術等方面仍然相對落後，但是該內容卻受到越來越多研究者的關注。在今後的研究中，不僅要深入瞭解和借鑒西方的相關研究，同時也要立足中國城市的具體情況，尤其是考慮經濟轉型期的特殊背景來探討居民日常行為與空間環境相互作用的機制，最終為從個體層面理解人類行為與城市化以及中國城市的社會經濟轉型等提供科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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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Based Approach to Human Spatial Behavior Research
Yanwei CHAI, Jie SHEN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Since 1960s, along with the transition of developmental focus from economic issues to social issues, geographers realized that human spatial behavior was not as simple as they thought before. The knowledge of aggregate patterns of human spatial behavior helped little to solve new problems, and research addressing micro-level of individual behavior then became one of the main directions of geography.
Action space is the kernel subject of behavior geography. Related research puts individual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environment and focuses on how they image and interact with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As one important part of action space, activity spaces refer to the subset of all locations within which an individual has direct contact as a result of his or her day-to-day activities. They represent a process through which residents gain information about and attach meaning to our environment. What’s more, researches on activity spaces integrated the four key problems of action space: the colligation of time and space, the behavioral mechanism of choice and constraints, the link between activity and travel, and the impacts of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As a result, such perspective has developed into an activity approach to individual and household travel-activity behavior as well as urban space analysis. Therein, activity patterns are defined by time budget, its location and related travel, and all residents’ activity spaces constitutes urban activity system. Both of the two are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s. As to methodology, three important items are mentioned. Time-space budget and time-geograph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analysis tools. Besides, recent-developed stated preference method has risen to help go deep into behavior studies.
In China, although such research has showed up to expanding the field, it is still far from well-developed both on theory and methodology. This paper thus tries to propose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action space based on daily activity analysis, which is more comprehensive than those of before. Theories of multi-disciplines are emphasized as the base of research, which are including geography, society, psychology, urban planning and urban transportation etc. Meanwhile, activity dairy survey, revealed preference and stated preference survey should be combined to acquire empirical data source, census data related with both socio-economic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will also be used to support the whole studies. In such framework, travel-activity patterns will be derived under specific time-space environment.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behavior and space will be then discussed considering both individual choice and constraints. Using new computation technique such as GIS etc, action space simulation is finally realized to help the establishment of relative policies.
· Keywords: action space   activity space   activity-based approach   human activity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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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由交通研究世界大會（World Conference on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Society）組織的“交通研究前沿：社會與空間交互”專題研討會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召開，會議以社會與空間的交互作為當前交通研究的新焦點，並就其對於出行行為的影響以及這種關係對城市交通和土地利用發展的啟示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筆者發表了中國城市居民時空間行為與結構的研究成果。2007年第86屆美國科學院交通研究會學術年會（The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 TRB)上，筆者所參與發表和討論的“活動與時間利用分析最新重要研究”分會場引起了與會者的極大關注，基於活動分析法的行為研究及其交通規劃應用發展成為重要議題。


� 如全球定位系統等隨身攜帶的無線定位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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